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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供模式下大型客机协同研制的演化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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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大型客机协同研制过程中考虑第三方监管的主制造商和供应商合作机制.基于贝叶斯思想刻画监管部

门策略选择概率,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探讨了主制造商能力与供应商态度的演化机制,以及监管部门的策略选择对

合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博弈系统存在 9个纯平衡策略组合和 39个混合平衡策略组合,不同的约束条件存在不

同的演化稳定策略组合;供应商的合作态度不仅与主制造商的合作能力有关,亦受监管部门策略选择以及其策略

选择的固定成本、最初选择策略程度的影响.主制造商能力越强,供应商与监管部门选择参与协同研制策略的程度

会有所增强,增强的幅度随着主制造商能力的增强而由小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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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f co-development of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under main manufacturer-supplier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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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main manufacturers and suppliers in the
process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with the third party supervision considered.
The strategic choice probability formula for supervision department is depicted based on Bayes formula, the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f main manufacturer’s ability and suppliers’ cooperative attitude, and the impact
of strategic choice of supervision department on the cooperation are explored with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appli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exists nine pure and thirty-nine mixed balance strategy combinations in
the game system. The evolutionary stability strategy combination varies depending on different constraints.
Suppliers’ cooperative attitude is in relationship with not only main manufacturer’s ability, but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choice, relative fixed cost and the initial probability. The stronger main manufacturer’s ability is,
the more suppliers and supervision department a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oper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magnitude becomes bigger and bigger along with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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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 言言言

由于航空制造业与其它制造业相比, 产业链更宽更长, 涉及技术领域更多, 管理协调更复杂, “主制造

商– 供应商”(下文简称“主–供”)模式已成为航空制造企业的惯例, 主制造商摆脱了具有高负荷特征的“制造

生产”环节, 可以集中资源和精力投入与市场和客户对接的关键环节, 大大增强了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实

力, 增强了企业对产品、技术创新的资源保障、支撑能力. 对大型客机研制而言, 主制造商处于核心地位, 对

各级供应商具有一定的控制权, 各级供应商与主制造商一同参与飞机研制整个过程, 监管部门负责对该过

程中主制造商与供应商所有合同等进行监管. 在这种模式下, 主制造商统筹整个项目的技术、收益和风险等

关键事项的管控和分摊, 供应商承担相关研制费用, 共同分担与分享整个项目的风险与利润.

文献研究来看, 对“主–供”协同合作模式的研究, 国外对该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 其中 Van Mieghem[1]通

过分析资源竞争随机投资博弈, 评估了制造商和供应商的分包机制对改善财务绩效和系统协同的重要

性; Cachon 等[2]研究了在电子信息时代信息共享和协同合作对不同结构供应链收益影响问题; Carr 等[3]研

究了供应商如何与主制造商签订协议, 使主制造商能够同时接受供应商对已有货品的备货型生产与附加货

品的订货型生产. 随着“主–供”模式越来越多地为各类供应链所采用, 对该模式的利益、激励等分配问题研

究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李勇等[4]通过运用 Rubinstein 讨价还价模型, 研究了包含一个供应

商和一个制造商的系统内部剩余利润分配问题; Zhou 等[5]通过建立质量分析模型研究了供应商产品质量分

类排序对供应商、制造商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Wang 等[6]研究了上游供应商与下游主制造商在签订三种不同

合同(批发价格合同、基于产品质量的批发价格合同、税收共享合同)情形下, 对供应商创新投资的激励问题;

Jiang 等[7]通过采用序贯决策的方法研究了主制造商如何管理其零件的采购程序以及其供应商竞争环境的

问题; Chen 等[8]通过构造动态反向选择模型研究了在主供关系中的信息共享对供应商参与动机和生产效率

的影响问题; Wu 等[9] 通过建立主从式博弈模型研究了内部和外部贸易上的协同对潜在运营效率的改善问

题. “主–供”模式参与方本身的内在动力值得研究, 一些学者从供应链参与方的利益角度出发运用博弈均衡

相关理论进行研究, 李波等[10]通过运用 Stackelberg 主从博弈模型建模, 研究了市场预测信息和增值服务成

本信息同时共享或不共享时对制造商和零售商定价和利润的影响问题; Calvo 等[11] 通过议价均衡理论研究

了基于卖方利益的快速反应机制的多源供应商对短周期产品需求风险的管理问题; Huang 等[12]研究了在多

个上游供应商与一个下游公司供应链中, 信息联盟策略对供应商利益的影响问题.

大型客机集知识密集型与技术密集性于一体, 具有高投入、高附加值和高风险的特点, 与一般产品的主

供模式存在明显的区别, 第一, 大型客机涉及多个利益主体, 主制造商与供应商、监管方关系错综复杂, 且

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具有不确定性; 第二, 对我国而言, 主制造商处于“初创期”, 关键系统技

术掌握程度较弱, 企业运作管理尚不成熟, 顶层设计能力、技术研发能力、资源综合集成和调配能力等尚不

够强, 国内供应商培育不够完善, 导致主制造商在功能上处于“主动”地位, 但是能力上处于相对“弱势”; 第

三, 在主制造商与供应商等协同研制过程中, 供应商的态度与主制造商的能力呈现关联关系, 这种复杂

的“能力–态度”是现阶段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主制造商与国外主要系统供应商、跨体制国内供应商协调

难度和合作风险加大. 根据现有的文献报道, 大型客机的协同研制等方面研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 集中

在大型客机协同研制的风险识别和管控、大型客机协同研制平台、协同研制方的利益冲突博弈、大型客机

协同研制的模式选择和激励机制等, 王翯华等[13] 运用 SCOR 模型, 研究了大型客机项目协同研制各阶段的

供应链风险分析与识别问题; 陈洪转等[14]研究了主制造商在非协调控制和协调控制两种情形下最优成本分

担激励等问题; 程永波等[15]建立了复杂产品资源整合分解模型, 研究了主制造商干预并协调供应商资源整

合的问题.

从现有研究来看, 对“主–供”模式及该模式供应链利益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 但是对“主–供”模式下

复杂产品供应链主制造商能力与供应商态度演化机制问题的研究较少, 对我国主制造商能力相对较弱对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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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所带来的风险关注不够, 尚没有文献考虑第三方监管部门的参与对供应链带来的影响; 现有研究对我

国现阶段的特点考虑不多, 需要重点关注“初创期”主制造商的能力, 供应商合作态度、监管方的监管策略

等, 这些现实而又复杂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

博弈主体所面临的环境是复杂的、不确定的, 主体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 演化博弈在

解决许多博弈问题上体现出了较好的使用价值[16−18]. 本文研究了有限理性视角下, “初创期”大型客机协同

研制过程中主制造商、供应商以及第三方监管部门三方参与主体行为策略选择的问题, 建立三方演化博弈

的动力系统方程, 研究该方程的平衡点及其相关性质. 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了主制造商、

供应商和第三方监管部门参与的合作博弈模型, 刻画了“初创期”我国主制造商能力“弱”, 以及三方主体关系

错综复杂的竞争合作特点; 二是建立基于能力、态度及监管惩罚机制的三方演化博弈动力系统方程, 研究了

不同条件下该系统所存在的平衡点及其性质,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2 问问问题题题描描描述述述和和和模模模型型型假假假设设设

2.1 问问问题题题描描描述述述

由于研制产品的高技术等特性, 主制造商和供应商在合作过程中都将承担较大的风险与代价, 主制造商

对参与研制的各方合同的管控执行能力, 亦将直接影响供应商在协同研制过程中的合作执行意愿, 进而影

响主制造商和供应商的协同研制质量. 在主供双方协同研制过程中, 双方的合同管理部承担着对合同的起

草到生效再到最终完成的监管功能, 如果产生纠纷并不可调解时, 需要诉之于具有惩罚功能的仲裁机构, 由

于合同管理部门与仲裁机构均具有司法公正性, 本文将其统称为“第三方”监管部门, 履行对主供双方合同执

行过程的监管与惩罚, 是有限理性的第三方局中人, 其策略选择对主制造商、供应商的策略选择起引导性作

用, 也依赖于主制造商、供应商的策略选择.

2.2 基基基本本本定定定义义义和和和假假假设设设

主制造商行为策略空间为(有能力管控执行, 无能力管控执行), 简记为(mmc, mmc ). “有能力管控执

行”指的是主制造商能力强, 可以完全管理掌控供应商对合同的执行力度和诚信度, 并有能力按时执行合

同. “无能力管控执行”则指的是主制造商能力较弱, 尚无法有效管理掌控供应商对合同的执行力度和诚信

度, 由此可能无法按时推进合同的执行.

供应商行为策略空间为(有意愿合作执行, 无意愿合作执行), 简记为(svc, svc ). “有意愿合作执行”指的

是供应商有意愿且有诚信同主制造商合作, 并按时执行合同. 主制造商能力较强时, 供应商具有良好的协同

预期, 供应商愿意选择该策略. 若主制造商无能力管控执行时, 协同成果预期不甚明朗, 供应商可能会选择

该策略.

监管部门行为策略空间为(监管并惩罚, 监管但不惩罚, 不监管也不惩罚), 简记为(gsp, gsp, gsp), gs代表

选择监管策略, gp 代表选择惩罚策略, gs 与gp 分别代表不选择监管策略和不选择惩罚策略. “监管”指的是

第三方监管部门执行对合同从主制造商、供应商起草到执行的监督管理, “惩罚”指的是倘若主制造商、供应

商中某一方或者双方未完成对合同的执行时, 监管部门对其采取的经济上的仲裁, 且监管部门是否选择惩

罚策略取决于其选择监管策略的基础上, 这里称监管策略为惩罚策略的先验策略, 而监管部门的行为策略

空间为先验策略空间. 一般情况下, 监管部门会以选择策略的成本收益为基准来选择是否监管或惩罚, 在一

些情况下这个成本收益可考虑政治、社会影响和国家利益等综合效应.

主制造商有能力管控执行合同、供应商有意愿合作执行合同、监管部门选择监管策略和惩罚策略均表

示各博弈方选择参与协同研制, 反之, 则为各博弈方选择不参与协同研制.

为了更清楚地对模型进行解释, 本文结合现实情况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供应商合作的意愿程度随着主制造商管控执行合同能力有关, 且随着时间 t 的推移而发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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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在时刻 t, 记主制造商管控执行合同的能力程度为m(t), 供应商合作执行合同的意愿程度为 s(t), 监管部

门选择监管策略和惩罚策略的程度分别为 h(t)和 p(t).

考虑我国大型客机协同研制处于“主–供”模式的“初创期”, 主制造商能力初期相对较弱, 且由于大型客

机协同研制的复杂性, 主制造商能力将长期相对供应商能力较弱, 但主制造商意愿比供应商意愿强, 随着主

制造商管控执行合同的能力程度m增强, 又由于各级多部门供应商对主制造商认识的局限性及信息传递的

延迟性, 供应商合作执行合同的意愿程度 s也随之增强, 且增强程度变化先慢后快, 呈 J型曲线增长趋势, 因

此m > s; 为了下面便于说明问题, 用符号 φ(i)表示主体选择策略 i的可能性程度, 根据监管部门先验策略

空间的性质, 监管策略是惩罚策略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惩罚策略是监管策略的充分非必要条件, 监管部门选

择监管并惩罚策略的程度 φ(gsp)为 p, 选择监管但不惩罚策略的程度 φ(gsp) 为 h(1− p), 选择不监管也不

惩罚策略的程度 φ(gsp)为(1− h)(1− p).

定定定义义义 1 称(m, s, (p, h(1 − p)))为大型客机协同研制供应链中主制造商、供应商与监管部门的策略组

合, 又称先验策略组合. 特别地, 当且仅当 p, h(1 − p)均取整数(0 或 1)时, 称监管部门采取纯策略或纯先验

策略, 否则, 称该博弈方采取混合策略, 且 p+ h(1− p) 6 1.

假设 2 主制造商与供应商的收益与大型客机协同研制质量有关, 与主制造商管控执行合同的能力

程度 m 及供应商合作执行合同的意愿程度 s 正相关, 分别简记为 Immc(m, s)和 Isvc(m, s), 且 I ′mmc,m >

0, I ′mmc,s > 0, I ′svc,m > 0, I ′svc,s > 0, 主制造商和供应商作为大型客机协同研制质量的利益相关

者, 会向监管部门支付一定的费用作为监管部门的收益, 记为 Igsp(m, s), 且 I ′gsp,m > 0, I ′gsp,s > 0, 其

中 I ′i,m =
∂Ii(m, s)

∂m
, I ′i,s =

∂Ii(m, s)

∂s
, i = mmc, svc, gsp,

假设 3 主制造商有能力管控执行合同时、供应商有意愿合作执行合同时、监管部门选择监管策

略和惩罚策略时均需要支付一定数额的成本, 且均与主制造商管控执行合同的能力程度、供应商合作

执行合同的意愿程度以及监管部门选择监管策略和惩罚策略的程度负相关, 分别记为 Cmmc(m, s, h, p),

Csvc(m, s, h, p), Cgs(m, s, h, p), Cgp(m, s, h, p), 且有 Ci(m, s, h, p) > 0, C ′
i,m 6 0, C ′

i,s 6 0, C ′
i,h 6 0,

C ′
i,p 6 0, 其中 i = mmc, svc, gs, gp; C ′

i,m 等的定义与假设 2 中 I ′i,m 等的定义相同. 借鉴文献[19], 成本函数

取为

Ci(m, s, h, p) = λi − αim− βis− γih− δip, (1)

其中 i = mmc, svc, gs, gp. λi > 0 表示各博弈方选择参与协同研制时的固定成本, αi, βi, γi, δi > 0 分别表

示各博弈方选择参与协同研制时博弈三方选择参与协同研制策略的程度 m, s, h 和 p 变动时引起的单位成

本变动.

假设 4 主制造商无能力管控执行合同时、供应商无意愿合作执行合同时均会面临一定数额的

损失成本, 而监管部门选择不监管策略或者不惩罚策略时需要承担来自监管部门内部及主制造商

和供应商的压力, 且势必相对于其选择监管策略和惩罚策略时在认可度等方面处于劣势, 亦会面临

一定数额的损失成本, 这三方的损失成本均随着主制造商管控执行合同的能力程度、供应商合作

执行合同的意愿程度以及监管部门选择监管策略和惩罚策略的程度的增大而增大, 该损失成本可

分别用 Cmmc(m, s, h, p), Csvc(m, s, h, p), Cgs(m, s, h, p), Cgp(m, s, h, p)来表示, 需满足 Cj(m, s, h, p) >
0, C ′

j,m > 0, C ′
j,s > 0 , C ′

j,h > 0, C ′
j,p > 0 , 其中 j = mmc, svc, gs, gp. 有

Cj(m, s, h, p) = λj + αjm+ βjs+ γjh+ δjp, (2)

其中 j = mmc, svc, gs, gp. λj > 0 表示各博弈方选择不参与协同研制时的固定成本, αj, βj, γj, δj > 0 则分

别表示各博弈方选择不参与协同研制时博弈三方选择参与协同研制策略的程度 m, s, h 和 p 变动时引起的

单位成本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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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1)和式(2)式可以看出, 与三方主体选择参与协同研制时所承担成本不同的是, 三方主体选择不参

与协同研制时所承担的成本均与主制造商管控执行合同的能力、供应商合作执行合同的意愿以及监管部门

选择监管策略和惩罚策略的程度成正比.

由于“初创期”主制造商能力相对较弱, 一方面, 相对于供应商在监管部门的话语权也较弱, 另一方面, 监

管部门的策略选择较大地取决于实力较强供应商策略选择的程度, 当 m 与 s同等程度发生变化时, Ci 受后

者影响较大, 则有 βi > αi, i = gs, gp, gs, gp.

基于以上假设, 主制造商选择mmc和mmc策略的支付分别为

πmmc = Immc(m, s)− Cmmc(m, s, h, p), (3)

πmmc = Immc(m, s)− Cmmc(m, s, h, p). (4)

供应商选择 svc和 svc策略的支付分别为

πsvc = Isvc(m, s)− Csvc(m, s, h, p), (5)

πsvc = Isvc(m, s)− Csvc(m, s, h, p). (6)

监管部门选择 gsp, gsp和 gsp策略的支付分别为

πgsp = Igsp(m, s)− Cgs(m, s, h, p)− Cgp(m, s, h, p), (7)

πgsp = Igsp(m, s)− Cgs(m, s, h, p)− Cgp(m, s, h, p), (8)

πgsp = Igsp(m, s)− Cgs(m, s, h, p)− Cgp(m, s, h, p). (9)

在大型客机协同研制过程中, 主制造商、供应商与监管部门的行为选择是一个在受各博弈方策略选择

影响下, 通过学习、反应和策略调整以适应合作环境的过程, 因此, 各博弈方的博弈行为是重复且动态的, 采

用演化博弈理论来研究大型客机协同研制中各参与方行动的动态演变路径更加符合现实情况.

3 “能能能力力力–态态态度度度”下下下的的的演演演化化化博博博弈弈弈分分分析析析

3.1 演演演化化化过过过程程程的的的平平平衡衡衡点点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主制造商的平均支付为 πmmc = mπmmc+(1−m)πmmc. 根据 Malthusian 方程[20], 主

制造商管控执行合同的能力程度的增长率与其选择该策略时的支付和其平均支付之差成正比, 可得主制造

商行动的复制动态方程

ṁ = m(πmmc − πmmc) = m(1−m)(πmmc − πmmc). (10)

同理, 供应商行动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ṡ = s(πsvc − πsvc) = s(1− s)(πsvc − πsvc). (11)

而对于监管部门来讲, 其选择监管策略的程度的增长率与其选择该策略(gsp 和 gsp)时的支付和其平均

支付之差成正比, 则有

ḣ = (φ(gsp) + φ(gsp))(φ(gp|gs)πgsp + φ(gp|gs)πgsp − πgsp),

其中 φ(i|j)表示主体在选择策略 j 的条件下选择策略 i的可能性程度.

由于监管部门监管策略为先验策略的性质, 根据贝叶斯公式, 有

φ(gp|gs) = φ(gsp)

φ(gsp) + φ(gsp)
=

p

p+ h(1−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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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gp|gs) = φ(gsp)

φ(gsp) + φ(gsp)
=

h(1− p)

p+ h(1− p)
,

从而得到

ḣ= (p+ h(1− p))

(
p

p+ h(1− p)
πgsp +

h(1− p)

p+ h(1− p)
πgsp − πgsp

)
= (1− h)(1− p)((p+ h(1− p))(πgs − πgs) + p(πgp − πgp)), (12)

其中 πi = Igsp − Ci, i = gs, gp, gs, gp.

同理, 监管部门在惩罚策略上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ṗ = p(1− p)((1− h)(πgs − πgs) + (πgp − πgp)). (13)

可得四维动力系统

ṁ = m(1−m)(λm + αmm+ βms+ γmh+ δmp)

ṡ = s(1− s)(λs + αsm+ βss+ γsh+ δsp)

ḣ = (1− h)(1− p)((p+ h(1− p))(λh + αhm+ βhs+ γhh+ δhp)+

p(λp + αpm+ βps+ γph+ δpp))

ṗ = p(1− p)((1− h)(λh + αhm+ βhs+ γhh+ δhp) + (λp + αpm+ βps+ γph+ δpp))

m > s,

其中 λk, k = m, s, h, p 为各博弈方选择参与协同研制策略相比选择不参与协同研制策略的固定支

付, 如 λm = λmmc − λmmc, αk, βk, γk, δk > 0, k = m, s, h, p 为各博弈方受各自选择参与协同研制策略的程

度m, s, h和 p变动引发的单位变动支付, 如 αm = αmmc + αmmc, βm = βmmc + βmmc, γm = γmmc + γmmc,

δm = δmmc + δmmc, 需要注意的是, βk > αk, k = h, p.

由 ṁ = 0 , ṡ = 0, ḣ = 0 , ṗ = 0, m > s可得下列结论.

命命命题题题 1 该四维动力系统必然存在 9 个博弈三方均采取纯策略的平衡先验策略组合(0, 0, (0, 0)), (0, 0,

(1, 0)), (0, 0, (0, 1)), (1, 0, (0, 0)), (1, 0, (1, 0)), (1, 0, (0, 1)), (1, 1, (0, 0)), (1, 1, (1, 0)), (1, 1, (0, 1)).

证明 对于上述四维动力系统, 当 m = 0 或 1, s = 0 或 1, h = 0 或1, p = 0 或 1 时, 恒有 ṁ = 0, ṡ =

0, ḣ = 0, ṗ = 0, 又m > s, 因此(0, 0, 0, 0), (0, 0, 0, 1), (0, 0, 1, 1), (1, 0, 0, 1), (1, 0, 1, 1), (1, 0, 1, 0), (1, 1, 0, 0),

(1, 1, 0, 1), (1, 1, 1, 1), (1, 1, 1, 0) 是系统的平衡点, 又根据定义 1 可知, 系统先验策略组合代数式形式应

为 (m, s, (p, h(1 − p))), 则(0, 0, (0, 0)), (0, 0, (1, 0)), (0, 0, (0, 1)), (1, 0, (0, 0)), (1, 0, (1, 0)), (1, 0, (0, 1)),

(1, 1, (0, 0)), (1, 1, (1, 0)), (1, 1, (0, 1))为博弈三方均采取纯策略的平衡策略组合. 证毕.

上述四维动力系统还可能存在 22 个单个博弈方采取混合策略的平衡策略组合, 13 个两个博弈方采取

混合策略的平衡策略组合, 4 个三个博弈方均采取混合策略的平衡策略组合, 这三种平衡混合先验策略组合

的情况, 即 ṁ = 0 , ṡ = 0, ḣ = 0, ṗ = 0, 且 m, s, h 和 p 中必有取值在开区间(0, 1)上的情况, 这时需要注意

各策略组合存在的条件.

对于两个或三个博弈方采取混合策略的平衡策略组合的情况中, 则需要注意当主制造商和供应商均采

取混合策略组合时, 即m, s均取开区间(0, 1)上的数时, 平衡策略组合的存在条件应满足m > s.

3.2 平平平衡衡衡点点点的的的稳稳稳定定定性性性分分分析析析

根据文献[20–22]的结果, 命题 1 中所得的四维动力系统平衡策略组合未必是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SS), 为寻求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 根据 Friedman[23]提出的方法, 可通过分析该动力系统的

雅克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判断得到各平衡策略组合的稳定性, 进而给出该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ESS).

为便于分析问题,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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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s, h, p) = λm + αmm+ βms+ γmh+ δmp,

S(m, s, h, p) = λs + αsm+ βss+ γsh+ δsp,

H(m, s, h, p) = λh + αhm+ βhs+ γhh+ δhp,

P (m, s, h, p) = λp + αpm+ βps+ γph+ δpp,

则该系统的雅克比矩阵为

J =


a11 a12 a13 a14

a21 a22 a21 a22

a31 a32 a33 a34

a41 a42 a43 a44

 ,

其中 a11 = (1− 2m)M + (1−m)αm, a12 = m(1−m)βm, a13 = m(1−m)γm, a14 = m(1−m)δm,

a21 = s(1− s)αs, a22 = (1− 2s)S + (1− s)βs, a23 = s(1− s)γs, a24 = s(1− s)δs,

a31 = (1− h)(1− p)((p+ h(1− p))αh + pαp), a32 = (1− h)(1− p)((p+ h(1− p))βh + pβp),

a33 = (1− p)(2hp− 2p− 2h+ 1)H − p(1− p)P + (1− h)(1− p)((p+ h(1− p))γh + pγp),

a34 = (1− h)(2hp− 2p− 2h+ 1)H + (2p− 1)(h− 1)P + (1− h)(1− p)((p+ h(1− p))δh + pδp,

a41 = p(1− p)((1− h)αh + αp), a42 = p(1− p)((1− h)βh + βp),

a43 = p(1− p)(−H + (1− h)γh + γp),

a44 = (1− 2p)((1− h)H + P ) + p(1− p)((1− h)δh + δp).

从而可以得到系统各平衡点所对应的平衡(纯、混合)先验策略组合的 J 的 Det(J) 和 Tr(J), 根据微分

动力系统的稳定性[24], 通过判断 Det(J)和 Tr(J)的符号, 进而判定各平衡策略组合的局部稳定性.

命命命题题题 2 在“初创期”情形下 (m > s), 倘若各博弈方选择不参与协同研制策略时的固定支付远小于

选择参与协同研制策略时的固定支付, 即 λk < 0 且 |λk| ≫ αk, βk, γk, δk, k = m, s, h, p, 平衡策略组

合(0, 0, (0, 0))和(1, 1, (0, 0))是演化稳定策略组合(ESS); 而当 |λh|, |λp|较小时, 平衡策略组合(0, 0, (1, 0))也

是是演化稳定策略组合(ESS); 当 |λs|很大时, 平衡策略组合(1, 0, (1, 0))和(1, 0, (0, 1))也是演化稳定策略组

合(ESS).

证明 由于平衡先验策略组合(0, 0, (0, 0))所对应的平衡点是(0, 0, 0, 0), 其中

Det(J) = (λm + αm)(λs + βs)λh(λh + λp),

Tr(J) = λm + αm + λs + βs + 2λh + λp.

则当 λk < 0 且 |λk| ≫ αk, βk, γk, δk, k = m, s, h, p 时, 有 Det(J) > 0, Tr(J) < 0. 因此平衡

点(0, 0, 0, 0)是渐进稳定的, 即平衡先验策略组合(0, 0, (0, 0)) 是 ESS. 同理, 平衡策略组合(1, 1, (0, 0))亦

是 ESS.

当 |λh|, |λp|较小时, 平衡先验策略组合(0, 0, (1, 0))所对应的平衡点(0, 0, h′, 1)(h′ ∈ [0, 1])的 Det(J) =

0, Tr(J) = λm + γmh
′ + δm + αm + λs + γsh

′ + δs + βs − (1 − h′)(λh + γhh
′ + δh) − (λp + γph

′ + δp),

在(1− h′) |λh|+ |λp| < |λm|+ |λs|时, Tr(J) < 0, 此时平衡策略组合(0, 0, (1, 0))是 ESS.

当 |λs|很大时, 平衡先验策略组合(1, 0, (1, 0))所对应的平衡点(1, 0, h′, 1)(h′ ∈ [0, 1])的Det(J) = 0, 而

Tr(J) =−(λm + αm + γmh
′ + δm) + (λs + αs + γsh

′ + δs + βs)−

((1− h′)(λh + αh + γhh
′ + δh) + (λp + αp + γph

′ + δp)).

在 |λs| > |λm|+ (1− h′) |λh|+ |λp| 时, Tr(J) < 0 , 此时平衡策略组合(1, 0, (1, 0))是 ESS. 同理, 可证

当 |λs| > |λm|+ |λh|时, 平衡策略组合(1, 0, (0, 1))是 ESS. 证毕.

需要注意的是, 当 λk < 0 且 |λk| ≫ αk, βk, γk, δk, k = m, s, h, p 时, 平衡先验策略组合(1, 1, (1, 0))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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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平衡点是不稳定点, 而(0, 0, (0, 1)), (1, 0, (0, 0))和(1, 1, (0, 1))所对应的平衡点是鞍点.

从命题 2 可知, 1) 当相应博弈方选择不参与协同研制策略时的固定支付远小于选择参与协同研制策略

时的固定支付, 若主制造商完全有能力管控执行合同, 则供应商亦会完全有意愿合作执行合同, 监管部门选

择不监管也不惩罚策略, 达到 ESS(1, 1, (0, 0)), 又(1, 1, (1, 0)) 所对应的平衡点是不稳定点,因此监管部门不

会选择监管且惩罚策略; 若主制造商完全没有能力管控执行合同, 则供应商将会不执行合同, 监管部门选择

不监管也不惩罚, 达到 ESS(0, 0, (0, 0)). 2) 当监管部门不选择与选择监管策略时的固定支付之差以及不选

择与选择惩罚策略时的固定支付之差均较小, 若主制造商无能力管控执行合同, 供应商亦无意愿合作执行

合同, 而监管部门选择监管且惩罚策略, 达到 ESS(0, 0, (1, 0)). 3) 当供应商选择无意愿合作执行与选择有意

愿合作执行时的固定支付之差相对较大, 即便主制造商完全有能力管控执行, 供应商都选择无意愿合作执

行策略, 监管部门选择监管且惩罚或者选择监管但不惩罚, 达到 ESS(1, 0, (1, 0))或(1, 0, (0, 1)).

因此, 在 λk < 0 且 |λk| ≫ αk, βk, γk, δk, k = m, s, h, p 情形下, 我国主制造商应尽可能提升自己的

能力直至完全有能力管控执行合同, 各国供应商才可能会选择完全有意愿合作执行合同. 这是由于尽管

当|λh|, |λp| 较小, 或 |λs| 很大时, 第三方监管部门会采取监管或者惩罚的措施对主制造商和供应商执行合

同的行为加以约束, 供应商都选择无意愿合作执行策略, 依旧无法调动供应商的参与协同研制的积极性.

命命命题题题 3 倘若各博弈方选择不参与协同研制策略时的固定支付大于选择参与协同研制策略时的固

定支付, 即 λk > 0, k = m, s, h, p, 平衡策略组合(1, 1, (1, 0))是演化稳定策略组合(ESS); 而当 |λh|, |λp| 较
大时, 平衡策略组合(0, 0, (1, 0))也是演化稳定策略组合(ESS); 当 |λs| 较小时, 平衡策略组合(1, 0, (1, 0))

和(1, 0, (0, 1))也是演化稳定策略组合(ESS).

该命题 3 的证明与命题 2 证明类似, 值得注意的是 λk > 0, k = m, s, h, p 时, 平衡先验策略组

合(0, 0, (0, 0))和(1, 1, (0, 0))所对应的平衡点是不稳定点, 而(0, 0, (0, 1)), (1, 0, (0, 0))和(1, 1, (0, 1))所对应

的平衡点依旧是鞍点.

由于大型客机协同研制过程的复杂性, 命题 3 假设的情况是存在的, 比如, 当主制造商或者供应商不参

与协同研制时, 在现实中即为违约, 其固定支付很有可能大于参与协同研制时的固定支付; 而对于监管部门

而言, 当其选择不监管或者不惩罚时, 则会面临社会对其失信失责的指责甚至政府对其经济上的惩罚, 其固

定支付亦有可能大于其选择监管或者惩罚时的固定支付, 因此存在 λk > 0, k = m, s, h, p这样的情况.

从命题 3 可知, 1) 当相应博弈方选择不参与协同研制策略时的固定支付大于选择参与协同研制策略

时的固定支付, 若主制造商有能力管控执行, 供应商亦有意愿合作执行, 监管部门选择监管并惩罚策略, 达

到 ESS(1, 1, (1, 0)), 又(1, 1, (0, 0)) 所对应的平衡点是不稳定点, 因此监管部门不会选择既不监管也不惩罚

策略. 2) 当监管部门不选择与选择监管策略时的固定支付之差以及不选择与选择惩罚策略时的固定支付

之差均较大, 若主制造商无能力管控执行合同, 供应商亦无意愿合作执行合同, 监管部门选择监管且惩罚策

略, 达到 ESS(0, 0, (1, 0)), 又(0, 0, (0, 0))所对应的平衡点是不稳定点, 因此监管部门不会选择既不监管也不

惩罚策略. 3) 当供应商选择无意愿合作执行与选择有意愿合作执行时的固定支付之差相对较小, 即便主制

造商完全有能力管控执行, 供应商都选择无意愿合作执行策略, 监管部门选择监管且惩罚策略或者选择监

管但不惩罚策略, 达到 ESS(1, 0, (1, 0))或(1, 0, (0, 1)).

因此, 在 λk > 0, k = m, s, h, p 情形下, 我国主制造商不仅要提升自己的能力, 更应增加与各国供应商

之间的协调, 使供应商尽可能实时了解主制造商能力提升情况. 尤其当 |λs| 较小时, 无论第三方监管部门

是否选择监管或者惩罚策略, 各国供应商都极有可能无意愿合作执行合同. 另外, 我国主制造商应尽量避

免|λh|, |λp| 较大这种情况发生, 采取措施减少监管部门不选择监管或惩罚策略的固定成本, 或者增加其选

择监管或者惩罚策略的固定成本.

命命命题题题 4 在“初创期”情形下(m > s), 倘若 λk < 0且 |λk| ≫ αk, βk, γk, δk, k = m, s, p, 而 λh > 0, 平衡

策略组合(0, 0, (0, 1))是演化稳定策略组合(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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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命题 4 可知, 当监管部门选择不监管时的固定支付大于监管时的固定支付, 而其余各博弈方选择不

参与协同研制策略时的固定支付远小于选择参与协同研制策略时的固定支付, 若主制造商无能力管控执

行, 供应商亦无意愿合作执行, 监管部门选择监管但不惩罚策略, 达到 ESS(0, 0, (0, 1)).

由于在 λk < 0 且 |λk| ≫ αk, βk, γk, δk, k = m, s, p , 而 λh > 0 情形下, 尽管第三方监管部门最终会

选择监管但不惩罚策略, 但各国供应商无意愿与能力较弱的我国主制造商合作. 此时, 可考虑采取措施改

变 λh 的符号, 如适当增加与监管部门的交易成本, 增加其选择监管策略的固定成本, 或者减少监管部门选

择不监管策略的固定成本, 促使达到命题 2 情形下的平衡策略组合状态(1, 1, (0, 0)), 由此实现主制造商完

全有能力管控执行合同, 供应商完全有意愿合作执行合同.

命命命题题题 5 在“初创期”情形下(m > s), 倘若 λk < 0 且 |λk| ≫ αk, βk, γk, δk, k = s, h, p, 而λm > 0, 平衡

策略组合(1, 0, (0, 0))是演化稳定策略组合(ESS).

从命题 5 可知, 当主制造商无能力管控执行时的固定支付大于有能力管控执行时的固定支付, 而其余各

博弈方选择不参与协同研制策略时的固定支付远小于选择参与协同研制策略时的固定支付, 若主制造商有

能力管控执行, 供应商却无意愿合作执行, 监管部门选择不监管也不惩罚策略, 达到 ESS(1, 0, (0, 0)).

由于在 λk < 0 且 |λk| ≫ αk, βk, γk, δk, k = s, h, p , 而 λm > 0 情形下, 尽管我国主制造商完全有能力

管控执行合同, 各国供应商最终也无意愿与主制造商合作, 第三方监管部门最终也不会采取措施以支持主

制造商. 此时, 可考虑改变 λm 的符号, 减少主制造商无能力管控执行合同时的固定成本, 或者增加其有能力

管控执行合同时的固定成本, 促使达到命题 2 情形下的平衡策略组合状态(1, 1, (0, 0)), 从而有供应商有意

愿与有能力的主制造商合作.

命命命题题题 6 在“初创期”情形下(m > s), 倘若 λk > 0, k = m, s, h , 而 λp < 0且 |λp| ≫ αp, βp, γp, δp, 平衡

策略组合(1, 1, (0, 1))是演化稳定策略组合(ESS).

从命题 6 可知, 当监管部门选择不惩罚时的固定支付远小于惩罚时的固定支付, 而其余各博弈方选择

不参与协同研制策略时的固定支付大于选择参与协同研制策略时的固定支付, 若主制造商有能力管控执

行, 供应商亦有意愿合作执行, 监管部门选择监管但不惩罚策略, 达到 ESS(1, 1, (0, 1)).

因此, 在 λk > 0, k = m, s, h, 而 λp < 0 且 |λp| ≫ αp, βp, γp, δp 情形下所取得的各主体平衡策略选择

情况是较为理想的. 此时, 我国主制造商不仅应提升自己的能力, 亦应采取措施积极引导维持该情形长期稳

定的发展.

考虑参数讨论的复杂性, 对于混合平衡策略组合的局部稳定性的讨论分析将在下一节中通过数值算例

进行说明.

4 算算算例例例分分分析析析

在我国大型客机协同研制过程中, 假设就发动机的协同研制而言, 设定下列分析参数, 并进行分析.

主制造商无能力管控执行合同时的固定支付与有能力管控执行合同时的固定支付之差为 λm =

−40; 发动机供应商无意愿合作执行合同时的固定支付与有意愿合作执行合同时的固定支付之差

为 λs = −30, 且处于协同研制的“初创期”, m > s; 监管部门选择不监管策略时的固定支付与选择监管

策略时的固定支付之差为 λh = −20; 监管部门选择不惩罚策略时的固定支付与选择惩罚策略时的固

定支付之差为 λp = −40. 另外, 受主制造商管控执行合同的能力程度的单位变动、发动机供应商合作

执行合同的意愿程度的单位变动以及监管部门选择监管策略和惩罚策略的程度的单位变动四种情况

下的影响, 主制造商无能力管控执行合同时的单位支付与有能力管控执行合同时的单位支付之和分别

为 αm = 10, βm = 20, γm = 20, δm = 10; 供应商无意愿合作执行合同时的单位支付与有意愿合作执行合

同时的单位支付之和分别为 αs = 7, βs = 15, γs = 10, δs = 15; 监管部门选择不监管策略时的单位支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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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监管策略时的单位支付之和分别为 αh = 6, βh = 10, γh = 10, δh = 30; 监管部门选择不惩罚策略时的

单位支付与选择惩罚策略时的单位支付之和分别为 αp = 10, βp = 15, γp = 10, δp = 50.

通过分析该数值算例下系统的动力系统方程及其平衡策略组合的存在条件, 可知该系统存在18个平衡

策略组合, 经计算各平衡策略组合下系统雅克比矩阵的行列式值 Det(J) 和迹 Tr(J), 可得该系统各平衡先

验策略组合的局部稳定性判断. 从而得到该数值算例下各平衡先验策略组合所对应平衡点的局部稳定性结

果见表 1, 可以看出, 该系统不仅存在博弈三方均采取纯策略的平衡策略组合, 同时也存在平衡混合先验策

略组合, 且混合策略组合(0, 0, (3/4, 0)),(1, 1, (19/80, 0))和(1, 8/15, (1, 0))是 ESS.

表 1 各平衡策略组合所对应平衡点的局部稳定性
Table 1 The local stability of the equilibrium point corresponding to each equilibrium strategy combination

局部稳定性 平衡策略组合

EES
(0, 0, (0, 0)), (0, 0, (1, 0)), (1, 0, (1, 0)), (1, 1, (0, 0)), (1, 1, (1, 0))

(1, 1, (0, 1)), (0, 0, (3/4, 0)), (1, 1, (19/80, 0))、 (1, 8/15, (1, 0))

鞍点
(0, 0, (0, 1)), (1, 0, (0, 0)), (1, 0, (2/5, 3/5)) ,

(1, 1, (1/10, 9/10)), (1, 1, (0, 2/5)), (1, 13/15, (0, 1))

不稳定点 (1, 0, (0, 1)), (0, 0, (3/5, 2/5)), (1, 0, (11/20, 0))

从主制造商无能力管控执行合同的角度来看, 若主制造商管控执行合同的能力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没

有增强, 且供应商亦无意愿合作执行合同时, 监管部门选择“监管但不惩罚”策略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

降为 0, 此时监管部门既有可能选择“监管并惩罚”策略, 也有可能选择“既不监管也不惩罚”策略, 即系统达

到 ESS(0, 0, (0, 0))或(0, 0, (1, 0)), 另外, 监管部门亦有可能以 3/4 的程度选择“监管并惩罚”策略, 并以 1/4

的程度选择“既不监管也不惩罚”策略, 即系统达到 ESS(0, 0, (3/4, 0)).

从主制造商管控执行合同的能力程度在(0, 1)之间变动的角度来看, 1) 无论监管部门选择何种策略, 主

制造商管控执行合同的能力程度在较低范围内变动时, 供应商合作执行合同的意愿程度变化不大, 当主

制造商管控执行合同的能力程度达到一定界限时, 供应商合作执行合同的意愿程度开始随之变化的速度

变大, 这一界限表现为一个拐点, 该拐点位于[0.2, 0.4]区间上. 2) 当监管部门选择“监管并惩罚”策略的程度

为 11/20, 即系统处于不稳定平衡策略组合(1, 0, (11/20, 0))时, 且供应商无意愿合作执行合同, 随着主制

造商管控执行合同的能力程度减弱, 监管部门最终有可能完全选择“监管并惩罚”策略, 也有可能选择“既

不监管也不惩罚”策略, 即系统达到 ESS(0, 0, (0, 0))或(0, 0, (1, 0)),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监管部门选择“监管

并惩罚”策略的程度变化速度先快后慢. 3) 当监管部门选择“监管并惩罚”策略的程度为 2/5, 且选择“监管

但不惩罚”策略的程度为 3/5, 即系统处于鞍点所对应的平衡策略组合(1, 0, (2/5, 3/5)) 时, 且供应商无意

愿合作执行合同, 随着主制造商管控执行合同的能力程度减弱, 监管部门最终选择“既不监管也不惩罚”策

略, 即系统达到 ESS(0, 0, (1, 0)) ,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监管部门选择“监管并惩罚”策略的程度变化速度先

快后慢; 当供应商无意愿合作执行合同时, 主制造商管控执行合同的能力程度降低时,随着时间的推移, 监

管部门有可能仍选择“监管但不惩罚”策略, 直至主制造商无能力管控执行合同时, 监管部门不再选择“监

管但不惩罚”策略, 也有可能选择“监管但不惩罚”策略的程度先快后慢降为 0, 即系统达到 ESS(0, 0, (0, 0))

或(0, 0, (1, 0)). 4) 当主制造商管控执行合同的能力程度增强时, 而监管部门选择“监管但不惩罚”策略的程

度降低, 供应商合作执行合同的意愿程度亦降低, 且变化速度先快后慢.

从主制造商完全有能力管控执行合同的角度来看, 1) 当主制造商管控执行合同的能力程度不变, 监

管部门选择“监管并惩罚”策略的程度为 11/20 时, 若供应商无意愿合作执行合同, 监管部门最终会完全选

择“监管并惩罚”策略. 2)当主制造商管控执行合同的能力程度不变, 监管部门选择“监管并惩罚”策略的程

度为 1/10 且选择“监管但不惩罚”策略的程度为 9/10 时, 若供应商亦完全有意愿合作执行合同, 监管部门

选择“监管并惩罚”策略的程度或降为 0, 或升为 19/80, 或升为 1, 而选择“监管但不惩罚”策略的程度或升

为 1, 或降为 2/5并最终降为 0, 即系统达到 ESS(1, 1, (0, 0)), (1, 1, (1, 0)), (1, 1, (0, 1)), (1, 1, (19/8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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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算例可得, 该系统变化与现实吻合, 符合博弈主体认知规律, 在数值较低范围内, 随着时间的推

移系统的变化率较小, 在数值较高范围内, 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变化率逐渐增大. 另外, 当主制造商无能力

管控执行合同时, 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组合(ESS)有(0, 0, (0, 0))与(0, 0, (1, 0)), 即此时供应商亦无意愿合作

执行合同, 而监管部门有可能会选择“监管并惩罚”策略, 也有可能选择“既不监管也不惩罚”策略, 同时, 从该

算例中可以看出, 当主制造商管控执行合同的能力程度(0, 1)之间变动时, 监管部门最终是否选择“监管并惩

罚”策略与其最初选择“监管并惩罚”策略的程度有关.

5 结结结束束束语语语

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的理论知识, 研究处于“初创期”的我国大型客机主制造商、供应商及监管部门策略

选择的演化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供应商与监管部门的策略选择与其选择策略的固定成本、最初选择策略的

程度以及主制造商管控执行合同的能力程度密切相关. 在后续的研究中将尝试考虑主制造商和供应商策略

信息的对称性因素, 探究“初创期”情形下大型客机协同研制供应链三方态度的演化机理, 主制造商和多个供

应商协同研制合作态度的相互影响也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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